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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淇《左传》研究思想探析

孙锡芳

（长安大学，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４）

摘　要：仪征刘氏家族是清代扬州学派的重要代表，其学术研究以《左传》名家。从刘文淇开始，历经三代，共

同编著《春秋左传旧注疏证》。该书蕴含着作者非常丰富的《左传》研究思想，集中体现其研究特点，是清儒

《左传》注疏研究的整理和总结之作。在分析该书内容的基础上，概括其《左传》研究思想为三个方面，即“释

《春秋》必以《周礼》明之”，《公羊》、《穀梁》之义理不能尽信，《左传》之褒贬存于贾逵旧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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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淇（１７８９－１８５４），字孟瞻，江苏仪征人，少

年家贫，跟随舅父凌曙学习。稍长，即精研古籍，

贯串群经，于毛、郑、贾、孔之书及宋、元以来学

说，博览冥搜，实事求是，与刘宝楠并称“扬州二

刘”。刘文淇治经学以《左传》著称。对此，张舜

徽先生有过介绍，他说：“文淇出身的时代，较以

前所述汪（中）、焦（循）、王（念孙）、阮（元）诸家较

晚，他在嘉道间没有什么高的科名，仅仅是一名

优贡生，以课徒游幕为生。但在经学研究方面，

却为当时学术界所推重，特别是研究《春秋左氏

传》，是他一生专门之学，有大名于当时”［１］１７５。所

以，当清代学者致力于重新注疏儒家经典时，刘

文淇极为关注《左传》的注疏情况。他认为“《左

氏》之义，为杜征南剥蚀已久”，他在编著《左传旧

疏考证》的基础上，对《左传》进行了重新注疏。

《清史稿·儒林传》记载：“初，文淇治《左氏春秋

长编》，晚年编辑成疏，甫得一卷，而文淇殁”［２］。

卷四百八十二由此可见，刘文淇首先写了《长编》

数十巨册，然后才据此为提纲，撰作《春秋左传旧

注疏证》（以下简称《考证》）。他写到隐公四年便

去世了，其子刘毓菘（１８１８－１８６７）、孙刘寿曾

（１８３８－１８８２）又续写至襄公四年，所以，《春秋左

传旧注疏证》最终还是一部未完之作。

刘文淇及其子孙所著《疏证》是清儒《左传》

注疏研究的整理和总结之作，是清代《左传》新疏

之代表。该书著述内容丰富，特点极为突出，采

用传统的“注”、“疏”相结合的编纂体例，对《左

传》内容进行了重新解释，体现了刘文淇及其子

孙对《左传》的认识及其主要观点。目前学术界

对《疏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容和体例方面，而

对作者的《左传》研究思想则涉及很少。本文拟

从该书编纂内容出发，深入剖析作者（主要是刘

文淇）的《左传》研究思想。

概括而言，刘氏的《左传》研究思想主要有以

下三个方面。

一、“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

礼乐制度是西周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君王权威的维护和对

等级制度的认定。礼制在政治上的重要作用，春

秋时 代 的 典 籍 多 有 反 映：“夫 礼，国 之 纪

也”［３］晋语四，“夫礼，所以整民也”［４］庄公二十三年，“礼，

政 之 舆 也 ”［４］僖公十一年， “夫 礼， 国 之 干

也”［４］襄公二十一年，“夫礼，王之大经也”［４］昭公十五年，

“礼，经 国 家、定 社 稷、序 人 民、利 后 嗣 者

也”［４］隐公十一年。可见，当时学者们已经把礼看成立

国为政的依据了。礼乐制度在春秋时代的社会

意识形态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它是当时社会

道德和是非的主要判断标准之一，所以，人们崇

尚于“礼”的学习和研究。据《左传》记载：春，晋

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

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

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４］。昭

公二年当时来鲁国学礼问乐的人很多，如吴国的

季札来“问周乐”，齐国的晏子在边境狩猎时，也

“因入鲁问礼”。由于求学者纷纷来到鲁国，也促

使鲁国更加讲求礼乐，大贵族孟僖子就“病不能

相礼，乃讲学之”。这都表明春秋时期礼乐制度

的重要性。

但是，春秋末期，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关系不断发生变化，旧

的社会体制不断受到冲击；随着周王室的衰微，

权力和财富开始在诸侯及卿大夫之间进行重新

分配，导致了“礼坏乐崩”的局面。面对这种社会

变革，当时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礼制进行了深刻

的反思。孔子《论语》中谈礼的言论就非常多，有

不少是与赞扬、提倡和维护周礼有关的。此外，

孔子对当时社会的僭越非礼行为，进行了批判，

提出了一套“正名”方法。“正名”就是正名分，就

是要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宗法社会的等级

秩序。孔子崇尚周公，主张通过“复礼”来维护西

周的社会统治秩序。《春秋》经的编撰集中体现

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孟子》记载：

“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

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

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

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

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

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５］滕文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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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孔子编纂《春秋》，是因为看到了春秋

末期世道的衰微，以及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他

想通过《春秋》的“微言大义”达到使“乱臣贼子

惧”的目的。纵观《春秋》经传的内容，不难发现

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孔子希望通过恢复礼乐制

度来解决春秋末期的社会历史问题。他以“礼”

为标准来衡量春秋的治国、外交、军事等大事，并

以褒、贬反映这一深刻思想。例如《左传》昭公二

十九年，孔子对于晋国铸刑鼎、著刑书有过严厉

的批评，他说：“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

是度 也，而 为 刑 鼎，…… 贵 贱 无 序，何 以 为

国？”［４］昭公二十九年所以，《春秋》、《左传》与《周礼》有

密切的联系。刘文淇以他对《春秋》经传的深入

研究，敏锐地意识到了其中的关系，在《春秋左传

旧注疏证》的注例中，他明确地提出：

“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周礼》者，文

王基之，武王作之，周公成之。《周礼》明而后乱

臣贼子乃始知惧。若不用《周礼》，而专用从殷

（《公羊》家言《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殊

误。）则乱臣贼子皆具曰‘予圣’。而藉口於《春

秋》之改制矣。（《郑志》曰：《春秋》经所讥所善，

皆於《礼》难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书之，当按

《礼》以正之。（所谓《礼》即指《周礼》）”［６］注例。

由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出版的《春秋左传旧

注疏证》整理本对于此段注释说：“原稿眉批：‘哀

公十四年疏称贾逵、服虔、颍容等皆以为孔子修

《春秋》约以《周礼》’。”可见，刘文淇认为孔子作

《春秋》是以《周礼》为根本精神的，所以他提出

“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的研究方法，这也是

《疏证》作者阐发《左传》义理思想的基本原则。

学术思想具有传承性，后人的研究成果总是

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的。孔子以“礼”作《春秋》

之根本精神，“三传”之中都有类似的阐释。孔颖

达编撰《正义》也认为礼是《春秋》的根本，他认

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则必尽其敬，戎则不

加无罪。盟会协於礼，兴动顺其节。失则贬其

恶，得则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帝王之明鉴

也”［７］序。宋明诸儒虽不讲考据，但其探求《春秋》

大义同样离不开礼的规范。到了清代，这种学术

观点就更加明朗化了，学者们强调研究《春秋》应

与礼学会通。清初，徐延垣在《春秋管窥》序中曾

说：“窃窥《春秋》一书，与《礼经》相表里。礼存其

体，而《春秋》著其用。故必先达于礼，而后能达

于《春秋》也”［８］２４２。可见，徐延垣非常重视《春秋》

与礼的关系，他把这种关系形象地概括为表里关

系也是较为贴切的。徐延垣之外的清初学者，还

有万斯大、毛奇龄等人提出过礼与《春秋》的关

系，但是他们的相关论述和刘文淇的思想还有很

大区别。万斯大、毛奇龄等人所注重的是对《春

秋》和《左传》中所记载的礼制礼仪等文义的解

释。实际上，对刘文淇《左传》研究产生过直接和

重要影响的莫过于清代《左传》名家沈钦韩。沈

钦韩在为惠栋《左传补注》所作的序中曾说：“后

之学者，舍礼而言《春秋》，于是以《春秋》为刑书，

以书法为司马空城旦之科”［９］自序。刘文淇与沈钦

韩曾通过书信往来请教为学之道。沈钦韩鼓励

刘文淇进行《左传》研究。而刘文淇在致沈钦韩

的信中说：“《疏》中所载，尊著十取其六”。可见

刘文淇作《疏证》吸取了沈钦韩的研究成果和方

法，在对待《春秋》经传与礼学的关系问题上，把

研究重点放在了《左传》所记载礼制的意义层面，

并在阐明《左传》文义的基础上探求孔子作《春

秋》的根本精神所在。这与万斯大、毛奇龄等人

仅探讨《春秋》经传中所载礼仪、礼制文义的研究

相比是质的不同。

刘文淇《疏证》中多处运用了“释《春秋》必以

《周礼》明之”的研究方法。在实际的操作中，他

从礼制仪式入手，通过征引《周礼》、《仪礼》以及

《礼记》中的文献，参考各种礼仪（主要包括祭祀

祖先、敬奉昊天之仪式、婚丧礼仪以及诸侯使节

往来朝聘的礼仪等等），并在此基础上考证《左

传》的记载。例如，刘文淇对隐公二年《传》“九

月，纪裂繻来逆女，卿为君逆也”条的考证：

“哀公问：冕而迎亲。《疏》，昏礼迎妇。二传

不同，《春秋公羊》说：“自天子至庶人皆迎亲。”

《左氏》说：“天子至尊无敌，故无迎亲之礼，诸侯

有故，若疾病，则使上卿迎。上公临之。”许氏谨

案：“高祖时，皇太子纳妃，叔孙通制礼，以为天子

无迎亲。”从《左氏》义也。驳之云：“大姒之家，在

渭之涘，文王亲迎于渭。即天子迎亲明文也。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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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冕而亲迎，继先圣之后，以为天地宗庙社

稷之主，非天子则谁乎？”如郑此言，从《公羊》义

也。又《诗》云：“文王迎亲于渭，纣尚南面，文王

尤为西伯耳。”以《左氏》义为长，郑驳未定”［６］８。

作者通过征引《礼记》的相关内容，考辨了

《左传》与《公羊传》对《春秋》经中关于天子有无

迎亲之礼的不同解释，并以《诗经》所记文王迎亲

之时还不是天子，反驳了郑玄的观点，最后认为

“《左传》义为长”，即“天子至尊无敌，故无迎亲之

礼，诸侯有故，若疾病，则使上卿迎”。

“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是刘文淇研究

《左传》的突破性贡献，也是清儒注重礼学研究在

《左传》研究领域的重要体现。通过这种方法，刘

文淇及其子孙解决了不少《左传》旧注旧疏所没

有解决的问题，阐发了《左传》的义理思想，这对

于《春秋》经的理解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公羊》、《穀梁》之义理不能尽信

相传，《春秋》是孔子据《鲁春秋》编纂而成

的。《春秋》中，文、史、义三者达到了融合与会

通。孟子曾说：“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

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

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

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５］离娄下。也就是说，孟

子认为孔子修《春秋》体现了文、事、义三者的结

合。但是，传统上，一般认为《三传》之中，《左传》

属事，而《公》、《穀》二传释其文与义。清代学者

也多持此种观点。唐宴曾分析说：“孟子之说《春

秋》也，分其事、文二者。盖事者，当时之事，如

《左氏传》所载是也；其文，《春秋》所书是也。故

《公》、《穀》二家所传者，其文。而《左氏》所传者

其事。此固了然可辨者。自后人不善读之，以三

传并列，而文事不分”［１０］４０１。唐宴虽没有直接说

《春秋》之义的归属，但是从其上下文的字里行间

可以发现，唐宴认为《春秋》之义应在《公》、《穀》

二传。刘文淇一反这种传统观点，继承和发扬了

孟子的观点。他认为《春秋》兼有文、事、义三个

方面的内容。由于左丘明亲见策书，所以其事可

信；而依据确而可信的事实，必能推知圣人的微

言大义。正如他在注例中所言：

“《春秋》有事、有文、有义，义虽孔子所窃取，

然必依文与事言之。左氏亲见策书，所记事文，

多可依据。若《公》、《穀》之作，当战国时，其所述

事文，未能尽确，则其义虽优，则亦恐有郢书燕说

之患”［６］注例。

很显然，刘文淇不但认为《春秋》有事、有文、

有义，而且明确提出《左传》之事、文较其它二传

更为可信。在论述这一观点时，刘文淇从《左传》

的作者及三传的成书年代入手，可谓抓住了问题

的要害。因为《左传》作者左氏曾亲见策书，所

以，《左传》成书年代较早、所记文与事的可信度

较高。《公》、《穀》成书在战国时代，其所记文与

事不能尽确。据此发挥出来的义理思想虽然很

好，但不一定是《春秋》本来之义，存在“郢书燕

说”之患。故而，《公》、《穀》之义理不能尽信。

总而言之，《疏证》作者尊信古文，认为《左

传》内容与《春秋》经文较符合，从而抬高了《左

传》的解经地位。但是，不可否认，《左传》与经文

记载的确还有许多不同之处。他们对这种现象

也有自己的解释：经与传的不同，是后人窜改的

结果，不是《左传》古文的原貌。例如，桓公三年

《春秋》记载：“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

许田。”旧注引《史记集解》糜信云：“郑以祊不足

以许田，故复加璧。”作者考证说：

“按《传》疏云：“祊薄于许，加以璧，易取许

田，非假借之也。今《经》乃以璧假为文，故《传》

言为周公祊而解《经》璧假之言也。”疏言今《经》

以璧假为文，是《古文经》作加。杜氏云：“以璧假

为文，时之所隐。”失之”［６］８１。

在此年传中记载：“三月，郑伯以璧假许田，

为周公祊故也。”作者认为：

“假”当作“加”，杜於《经》既不从古义，故

《传》亦改作假。以《公》、《穀》二传皆作“假”。注

谓称“假璧，若进璧以假田，非久易也。亦用

《公》、《穀》义”［６］８３。

由此可见，根据糜信的说法，在古文《经》中，

“假璧”原作“加璧”。而在《公羊》和《穀梁》的今

文经中才作“假璧”。作者认为，《左传》现在之所

以也作“假璧”是杜预根据《公羊》和《穀梁》窜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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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有失《经》文之义。

三、《左传》之褒贬存于贾逵旧注

刘文淇强调《左传》有深刻义理思想的同时，

认为《左传》所具有的褒、贬释《经》之义例是成书

时就有的。汉代刘歆作《春秋左氏传条例》阐发

《左传》注经的义例，贾逵则超越了刘歆，对其《春

秋左氏传条例》作了进一步阐释。刘文淇对此概

括说：

“褒、贬、抑、损之义，三《传》所传《春秋》皆有

之。注《左氏》者，惟贾君尚存梗概，后人议其杂

入《公》、《穀》之说，为自淆家法。实则左氏本有

其义，而贾君传之，非贾君好为合并也”［６］注例。

可见，刘文淇认为，《春秋》本有义例，三传释

经必然也各有义例。《左传》之义例或有与《公》、

《穀》相近或相似者，但并不是贾逵袭取《公》、

《穀》二传，而是贾逵之注保存了左氏旧说。所以

三传相似的义例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即《春秋》经

的义例。但这只是三传在阐释《春秋》经旨方面

所具有一些相似性。刘文淇更注重的是三传的

不同，他认为三传在义理思想和褒贬义例方面各

有所承，内容自然不尽相同。刘文淇与沈钦韩曾

讨论过这一问题，他说：

“至若《左氏》之例，异于《公》、《穀》，贾、服间

以《公》、《穀》之例释《左传》，是开其罅，与人以可

攻。至《春秋释例》一书，为杜氏臆说，更无论矣。

文淇所为《春秋左传旧注疏证》，专释训诂名物典

章，而不言例”［１１］卷四。

显然，刘文淇认为《左传》与《公羊》和《穀梁》

有着不同的义例。他批评贾逵、服虔沿用《公》、

《穀》解释《左传》的义例来阐释《左传》。也就是

说，刘文淇认为贾逵注虽然传承了《左传》的义

例，但是其中还存在根据《公》、《穀》所立之义例，

所以要区别对待。至于杜预对《左传》义例的阐

释，刘氏则持全面否定的态度。《疏证》中，作者

很少专门涉及对《左传》义例的分析。因为刘文

淇曾有这样一个规划：《疏证》“专释训诂名物典

章，而不言例”，“其《左氏》凡例，另为一表，皆以

《左氏》之 例 释 《左 氏》，其 不 知 者，概 从 阙

如”［１１］卷四。其子刘寿曾曾作《春秋五十凡例表》，

但可惜的是，该书已经亡佚了。

总之，《疏证》历经刘氏几代人共同努力，在

炳承乾嘉学术风尚的基础上，上稽先秦诸子，下

考汉唐史书，旁及杂家笔记文集，疏证旧注，发表

《左传》研究新见，在清代《左传》学史上占有重要

地位，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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